轉載自「天文史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1 年版)
女天文學家王貞儀    敢於衝破封建禮教
除夕夜晚，金陵城裏，一個富貴人家的族大小剛剛結束了一頓辭歲家宴，陸續回臥室歇息，唯有一位年輕婦女還未離去。她注目凝視著房梁上一盞燃著蠟燭的吊燈和剛才設宴用過的圓桌，手裏還拿著一塊照臉用的鏡子。過了一會，她把鏡子放在圓桌近旁地上的陰影裏，又爬上桌子提高吊燈的系繩，使燈光再照進圓鏡。後來她又把鏡子舉過頭頂，使燈光照出的鏡子的陰影落在圓桌面上⋯⋯這期間，她一直緊鎖眉頭，突然間又舒展眉宇，高興得幾乎
笑出聲來 ⋯⋯。
這是誰很晚了還在“變戲法”呢？她可不是隨便玩“魔術”，而是正在鑽研一個科學問題。這就是清代女天文學家王貞儀（西元1786～1797 年）。當年她就是用這種土辦法研究天文學中的日月食理論的。她把吊燈當做太陽，圓桌當做地球，鏡子當做月亮，用不斷變換月亮、地球和太陽之間的相對位置來研究日月食的形成原理以及月食同望月的關係。強烈的求知欲使她連除夕舉行家宴的機會也不肯輕易放過。
200 年後的今天，從事天文科學的人們，誰也不會再使用王貞儀那樣的土辦法了。在我國現有的五個天文臺中，從事天文研究的有男有女，婦女學習、研究天文，已是極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古代，不要說婦女，就是男人私習天文，也要冒殺頭的風險。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天文學一直被禁錮在封建王朝的靈台秘苑中，在一些朝代只有封建朝廷的“太史院”、“欽天監”之類專職機構才有權研習天文，制定和頒佈曆書。天文學成了所謂“非凡夫所測”、“世代相傳的家業”，婦女更是被剝奪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權力，被緊緊地套在“四條繩索”的枷鎖下。在封建統治者看來，民間私習天文，尤其是婦女學天文，簡直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勞動人民創造的天文學就這樣被少數人壟斷著，還和宗教迷信合為一體，變成愚弄人民的工具。因此，在我國古代悠久的歷史中，婦女研究天文的事真是屈指可數。王貞儀之前，比較有名的當推東漢班固的妹妹班昭（又名班惠姬、曹大家）。班固是《漢書》的作者，但他此書未竟，就在一次黨爭中入 獄而死，留下《漢書》的《天
文志》和《八表》沒有來得及去寫。東漢永元4 年（西元92 年），由漢和帝下詔，班昭到當時的國家圖書館“東觀藏書閣”，由馬續協助她收集整理、研究了西漢的天文觀測記錄，寫成《漢書》的天文志和八表，完成了她哥哥班固遺留下的工作。《天文志》的完成，為我們今天研究西漢的天文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由於班昭長期活動在東漢王室之內，又沒有親自從事天文觀測，受讖緯神學影響很深，因此書中不乏糟粕。班昭之後，封建統治階級用封建倫理道德束縛婦女思想，致使王貞儀之前再很少出現有名的女天文學家。雖然宋代天文學家楚衍有個女兒研究過天文數學，王錫闡有個妹妹王錫蕙也是位天文數學家，但都沒有留下研究成果，因此無怪乎連王貞儀同時代的封建衛道士錢大昕也慨歎地說，王貞儀是“班惠姬之後，一人而已”。
王貞儀原籍安徽天長縣，後居住在南京。她的祖父曾在吉林宣化府任知府等官職，收藏書籍達75 箱之多，因此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後代。她11 歲跟隨祖父到宣化府生活了5 年，其間結識女友，研討學問，又“學射于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騎射如飛”。少年時代的王貞儀已經表現出百折不撓的堅強性格。後來她又隨同祖母和父親去過北京、陝西、湖北、廣東和安徽等地，遊覽名勝古跡，見聞頗多，也接觸到不少社會實際。後來她和安徽宣城的一個叫詹枚的青年結了婚。但是她在操持家務之餘，仍孜孜不倦地刻苦學習。
探索自然奧秘
晴朗的夜晚，群星閃爍，人們都已入睡，王貞儀還披風飲露，獨坐戶外，靜靜地注視著天空，仔細觀察星象的運行和變化。她一邊觀測，一邊開動腦筋，琢磨著從書本上學來的東西。經過多次觀測和模擬實驗，終於搞清了日月食形成的原理。她在《月食解》中說，太陽照耀月亮，月亮才有光。人們站在地球上去看，只有十五才能見到望（月圓），初一才能見到朔（月隱）。雖然太陽照耀月亮，但地球只要不在太陽直射月亮的光束中，人們看到的就只是一個側面，成了半圓月或彎月。朔的時候，只要太陽和月亮近于黃白二道的交點，太陽光被月亮所遮，就會出現日食。由於太陽高，月亮低，相隔非常遙遠，因此隨觀測者位置的不同，見到的食分（日食的程度）就不同。到瞭望，只要月亮進入地球的影子，就會發生月食。王貞儀非常推崇張衡對月食成因的解釋，並在食分問題上作了一些新的發揮。她所闡述的日月食成因的理論，同現代天文學認識的日月食原理完全一致。
地球是一個大圓球，站在地球“邊緣”和下半球的人為什麼不會傾斜和摔倒呢？這個問題對現代的人來說已是普通的常識，不用發問。可是在互8 世紀末葉時，雖然我國大多數學者也都承認地球是圓的，但卻很少考慮或回答不了這個不傾斜摔倒的問題。唯有初出茅廬的王貞儀，經過仔細研究對這個問題做了通俗的解釋。她在《地圓論》中說，地上的人都以自己居住的地方為正中，因此遠看別的地方都是斜立的.似乎都該傾倒，實際都不倒，難道不是因為各地的人頭上都是大，腳下都是地嗎? 這就是說，人們生活的地球，處於四周都是天空的空問之中，對宇宙空間來說，任何地方的人頭上都是天，腳下都是地。王貞儀正確地認為，在廣闊無垠的宇宙空間中，沒有上、下、側、正的嚴格區別。這是一個很可貴的認識。
王貞儀博覽群書，楔而不舍。對古籍中的天文資料她仔細體會，吸取營養。當時一些曆書將恒星年同回歸年的區別說成了起于漢武帝進行太初改曆的時候。王貞儀指出，這種差別並不是起于《太初曆》，而是自晉代虞喜發現“歲差”以後才“天自為天，歲自為歲”。曆書上還說，由於歲差，春分點逐漸東移。王貞儀也指出，這是錯誤的。歲差引起的春分點移動是西移而不是東移。另有一些人認為，歲差可以用“土圭”測得。王貞儀指出，上圭只能測日影，哪能測歲差？歲差只有用“中星法”才能測出。
在我國何時產生“定氣”的問題上，有人認為古人對日行遲疾沒有認識，“定氣”始于唐
代曆法。王貞儀批評說，這又錯了。“定氣”開始于北齊的張子信，其後隋代劉悼，唐朝李淳風和僧一行才測得更加精密了。王貞儀這些批評和見解，基本符合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實際。她這種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至今仍使我們欽佩。

除了精勤觀測，刻苦鑽研，王貞儀還非常重視學習當時的先進科學。天文學離不開計算，因此她對清初曆算家梅文鼎的著作非常推崇，尤其看重《籌算》和《曆算》兩本。梅文鼎曾測得地理經度圈上的一度弧長等於250 里，王貞儀把這個結果引申到天球中，指出，地差1000 里，天頂差五度。她還認識到，隨著地理緯度的不同，各地北極出地高度也就不同，因此，恒星隱顯，晝夜長短，都會隨地理緯度的不同而有差別。現代天文學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除了測量的更加精確外，就其整體來說，王貞儀當年的解釋也是非常正確的。
另外，隨著明末清初以來西方傳教士來華活動，當時西方的各種天文學理論也都傳到中國來了。王貞儀對這些東西並不囫圇吞棗，而是批判地吸收，有選擇地使用。她既知道哥白尼的日心體系，也瞭解第穀的折衷體系（即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不動中心，日、月、恒星都繞地心運行，而五大行星又繞日運行）。她認為“西曆雖至密，亦未能言概准，”“有所可行，即有不可行；有所是，即有不是。”生活在18 世紀末葉的一位婦女，能有這樣的見地，很是難能可貴。
頑強的鬥爭精神
王貞儀29 歲的短暫一生，做了大量的科學工作。她精通地理、數學、醫學和詩文繪畫，也懂得氣象，“言晴雨豐欠輒驗”，真是一位多才多藝，才氣橫溢的青年女科學家。她的文章“皆質實說理，為不藻采”。當然，王貞儀最有造詣的還是天文學。她把自己研究天文學的成績寫成不少著作，其中許多已被湮沒，現在能看到的只有《金陵叢書》中的《德風亭集》卷五、卷六和卷七中有關天文曆法方面的心得體會。如卷五中有《歲差日至辯疑》、
《盈縮高卑辯》、《經星辯》、《黃赤二道解》；卷六有《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心論》、《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一、二、三》；卷七有《月食解》、《勾股三角解》等。據傳她的著作共有 64 卷之多，可惜如今我們只能讀到很少一部分了。
同任何科學家一樣，王貞儀在科學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她要從事科學，就必須同科學的敵人，首先是同封建迷信和封建倫理進行鬥爭。還在她剛開始鑽研天文和做詩繪畫的時候，就有一班封建衛道士嘲笑地說，女孩子的正當職業是酒食縫紉，不應以文史翰墨為事，甚至攻擊她從事科學是想青史留名。但是王貞儀的反叛精神使她沒有屈服。她據理駁斥，堅持為科學開闢道路。她在一首詩中寫道：“始信鬚眉等巾幗，誰言兒女不英雄”，
頑強地頂住封建禮教的重壓，不屈不撓地進行科學研究。王貞儀與封建倫理的抗爭，在她的不少詩文和書信中都有表白。她簡直是一面從事科學研究，一面為婦女的地位呼號。歷史事實也說明，越到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就越要把天文學拉入迷信的泥坑，如利用天文搞“風水”之類。面對這些邪惡，王貞儀在《葬經辟異序》和給她父親的一封信裏，明確宣佈，這些東西完全是騙人的鬼話，絕不會影響子孫後代的貧富貴賤。還有人抬出所謂“風水”本是古代聖賢倡導的，以此來嚇她。王貞儀更指出，這正是那班聖賢的缺點，學古人必須取批判態度。在一定意義上說，王貞儀的科學成績正是在同這些謬端邪說的鬥爭中取得的。
“嘗擬雄心勝丈夫”。用王貞儀的這句詩文來概括她和我國古代其他女天文學家是再恰當不過了。王貞儀等人堪稱是中華民族科學發展史上女科學家的代表人物，應該佔有自己的地位。
